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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重心模型、 社会网络分析与空间滞后模型等方法, 分析京津冀、 长三

角、 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 研究发现, 三大城市群流

动人口规模持续增长, 但流动人口规模和密度的增长速度均有所放缓; 流动人口重

心向经济发达与人口高度集聚城市移动, 与常住人口重心逐渐接近; 京津冀、 长三

角与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日益密集, 内部结构分别呈双核分布稳定的

星状网络、 多中心发散网络与中心—外围层次结构明显的空间格局。 影响机制研究

发现, 高房价水平、 环境污染弱化了经济因素对京津冀流动人口集聚的吸引力, 较

高的公共服务能力与开放水平则分别促进流动人口持续向长三角、 珠三角集聚。 研

究结论可以为不同城市群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 优化人口布局提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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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spatial
 

lag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n
 

three
 

city
 

clusters:
 

Beijing-Tianjin-
Hebei

 

regio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Pearl
 

River
 

Delta.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scal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three
 

major
 

city
 

clusters
 

continued
 

to
 

grow,
 

but
 

the
 

growth
 

rate
 

of
 

both
 

the
 

size
 

and
 

densit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slowed
 

down.
 

In
 

addition,
 

we
 

find
 

that
 

the
 

gravity
 

center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moved
 

to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nd
 

highly
 

populated
 

cities,
 

and
 

approached
 

the
 

gravity
 

center
 

of
 

permanent
 

resident
 

population
 

gradually.
 

The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of
 

three
 

city
 

clusters
 

is
 

increasingly
 

dense,
 

representing
 

as
  

a
 

spatial
 

pattern
 

of
 

the
 

star-shaped,
 

multi-center
 

divergent
 

and
 

center-peripheral
 

hierarchical
 

structure
 

network,
 

respectively.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results
 

show
 

that
 

high
  

housing
 

price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ve
 

weakened
 

the
 

attractiveness
 

of
 

economic
 

factors
 

to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while
 

higher
 

public
 

service
 

and
 

opening-up
 

have
 

attracted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continue
 

to
 

flow
 

into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provid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different
 

urban
 

clusters
 

to
 

mak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plans
 

and
 

optimiz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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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随着城市不断发展, 中心城市和若干不同规模、 类型和等级的城市共同组成了空间组织

紧凑、 经济联系紧密的城市群, 这类城市通过交通、 网络、 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了资

金、 物流和人才的紧密连接和流动[1-2] 。 多城市集合的城市群结构体系将是未来承载中国经

济、 人口集聚的主要地域形态。 以劳动力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将持续向城市群流动, 并通过流

动人口的集聚趋势与空间分布影响着不同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和未来城镇化态势。 京津冀、 长

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作为国家级城市群, 是中国最主要的人口和经济集聚地。 截至 2020 年

末, 三大城市群常住人口规模占全国人口总规模的 45%以上, 同时人均 GDP 约为全国人均

水平的 1. 25 倍①, 是中国未来重要的人口集聚载体和经济增长引擎。 那么, 三大城市群流

动人口集聚的空间格局具有怎样的特征, 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 随时间发展, 三大城市群流

动人口集聚的空间格局是否发生了变化? 影响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的空间格局的机制是否存

在差异? 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 可以在中国人口增长态势即将进入拐点的背景下, 进一步探

索城市群人口空间分布、 迁移流动的客观规律, 为不同城市群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 实现城

市群流动人口空间格局优化提供科学依据和定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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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城市群作为研究区域, 基于 2000 年、 2010 年和 2015
年共三个年份的流动人口规模与密度数据, 利用重心模型、 空间自相关与社会网络分析等方

法系统分析三大城市群 4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集聚的空间格局与差异, 应用空间计

量模型定量分析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的机制。 文章的贡献在于: 通过时期的视角, 分析城市

群的流动人口集聚效应和趋势的最新变动, 总结不同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的规律与趋势; 通

过重心模型、 空间自相关、 社会网络等方法, 比较三大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格局的差异; 通

过空间计量分析影响三大城市群集聚的因素差异, 其研究结果可以为不同城市实行差异化政

策, 进一步提升城市群规划水平提供数据支持和理论参考。

二、 文献综述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大城市激烈的竞争环境会对劳动力进行筛选, 与此同时, 劳动

力也会根据流入不同市场环境所获得的预期收益选择流入地, 在大城市和人口高密度区域集

聚[3-5] 。 这意味着城市群的流动人口集聚不仅受到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而且受到城市群结

构体系中多个城市对流动人口集聚的共同作用。 尽管城市间的竞争关系对流动人口集聚的影

响已经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但大多局限于特大城市之间或区域之间的比较, 以城市群为研究

对象的分析仍需深入。
已有城市群与人口流迁相关的文献研究主要有两类。 第一类研究围绕人口流迁的空间格

局与时空变动态势展开探讨, 研究范围可分为以全国为整体的空间尺度和以城市、 城市群或

地区等为主的局部空间尺度两种[6-7] 。 从全国空间尺度来看, 城市群的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

呈现聚集与地区性分散并存的态势[8-9] 。 张国俊等发现城市群的发展不仅扩大了流动人口空

间分布的地域性差异, 同时加剧了城市群内的人口分布不均衡程度[9]
 

。 具体来说, 城市群

以及城市群中心城市的人口集聚程度增加[10]
 

, 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的人口流动空间格

局[11-12] 。 城市群体系, 如城市行政级别、 中心与外围城市的分布使得流动人口分布格局呈

现了差异[10-12] 。 潘竞虎和赖建波指出, 中国部分城市群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高层中心城市

主导作用较强 (如京津冀城市群的北京) 的现象, 引致了区域内人口集聚的不平衡性加

剧[13]
 

。 可见, 流动人口集聚的空间演变与城市群分布、 发展与城市等级层次密切关联。 一

些研究则关注于不同城市群的流动人口集聚格局, 总体来看, 京津冀、 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

群仍是流动人口集聚的主要方向[14]
 

。 京津冀城市群在三大城市群中的集聚水平相对较

弱[15-16] , 流动人口网络经历了 “双核心” 集聚向多中心网络化的转变[17]
 

, 而且超大城市对

流动人口呈现高集聚力, 使城市群人口集聚的极化现象与人口不平衡性加剧[18]
 

, 内部差异

明显。 珠三角呈现 “双核心” 极化[16]
 

, 并逐渐由广州深圳为 “双核” 的空间格局向以 “广

深莞” 为轴心的空间格局演进[19]
 

, 而长三角城市群则呈现 “单核和多核” 复合、 “核心—
边缘” 空间结构[20-21] , 同时人口流动和迁移网络显示出明显的等级特征[22]

 

。 这种集聚过程

的差异体现了历史基础、 社会结构、 产业模式和人口迁移选择的差异[23]
 

。
第二类研究聚焦于流动人口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 从经济、 社会、 地理环境等角度进行

分析。 首先, 经济发展水平、 工资水平、 就业机会与房价等经济因素会对流动人口空间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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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影响[24-26]
 

。 城市空间均衡理论引入空间 “异质性” 视角, 认为城市间人口集聚的空间

分布格局源自区域间收入、 生活成本和城市宜居性的差异[27]
 

。 而较高的工资水平与城市公

共服务能力是影响流动人口集聚的重要因素[28-29] 。 其次, 户籍制度、 语言文化、 社会网络、
社会地位等社会因素会对人口流动产生影响[30-32] 。 孙文凯等研究发现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流

动人口集聚的作用有限[33]
 

。 由于落户门槛等限制, 一些流动人口仍会回流到欠发达地

区[34]
 

。 阿迪瑟拉 (Adsera) 和皮特利科娃 ( Pytlikova) 认为劳动力倾向于在语言相近的地

域范围内流动, 语言包容性高的地区集聚更多的流动人口[31]
 

。 最后, 环境因素同样会影响

人口流动。 流出地的洪水等自然灾害冲击与气候变化会迫使人口流动[35-36] , 其影响程度可

能与家庭的应对策略相关[36]
 

; 此外, 流入地的空气污染会对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产生显著

的负向影响[37-38] 。 这意味着流动人口空间集聚是经济、 社会、 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以上研究十分丰富, 但仍存在拓展空间。 已有文献中对于流动人口空间集聚的探讨主要基

于全国层面或者单一城市群或省份 (直辖市) 等进行分析, 对多个城市群进行比较性研究、
总结城市群人口集聚格局规律的研究相对较少。 为此, 本文将应用多次人口普查或人口抽样调

查资料分析多个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空间格局的差异与变化趋势, 应用空间滞后模型分析不同

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的原因与机制, 进一步丰富对城市群人口集聚格局规律的认识。

三、 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1.
 

研究数据与城市群范围界定

第五次人口普查以来的人口普查或 1%人口抽样调查的流动人口统计口径可分为两类

(见表 1), 其中第一口径包括市辖区范围内跨乡镇街道流动的人口、 市辖区范围外的流动与

省外流动人口; 第二口径则不包括第一口径中所涉及的市辖区范围内跨乡镇街道流动的人

口, 将市辖区范围外的流动与省外流动划分为流动人口[39]
 

。 不少文献将两种流动人口的统

计口径进行了比较, 大多选取第二口径, 即剔除了 “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 (市辖区范围

内跨乡镇街道流动的人口) [14,39]
 

, 故本文依据流动人口的第二口径, 即将城市中市辖区范围

外的流入、 省外流入与居住时间超过 6 个月的人口作为分析对象。

表 1　 流动人口在普查中对应的统计口径

年份
第一口径

市辖区内 第二口径

2000 本县 (市) 其他乡、 镇、 街道; 本市区其他乡、 镇、 街道 本省其他县 (市)、 市区; 省外

2010 省内市辖区内人户分离 不包括市辖区内的省内人户分离; 省外

2015 省内市辖区内人户分离 不包括市辖区内的省内人户分离; 省外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包括第五次、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

据, 涉及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与地方统计资料, 同时匹配地

级及以上城市 PM
 

2. 5 污染数据和 CEIC 中国经济数据库中房价数据。 考虑到人口普查调查

的标准时点是当年 11 月 1 日零时, 且流动人口的集聚过程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存在滞后性,
选择 1998—1999 年、 2008—2009 年与 2013—2014 年共 6 年的宏观社会经济变量纳入模型进

行实证分析。 依据过往文献[40-41] 、 报告资料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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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五年 (2016—2020 年) 规划纲要》、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 2008—
2020) 》 及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 选取京津冀、 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的地级市

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 共 45 个城市①。
2.

 

研究方法

(1) 人口重心模型。 人口重心是衡量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指标, 其变动轨迹可反映一

定时期内人口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 可以应用重心模型获得。 重心模型通过地理空间上若干

个城市的地理坐标 (X i, Yi) 计算得到区域内部重心分布的坐标( 􀭵X, 􀭵Y), 表达某一区域人口

分布的总趋势和中心区位[9,42]
 

。 计算公式如下:
􀭵X = ∑ n

i = 1
P iX i / ∑ n

i = 1
P i (1)

􀭵Y = ∑ n

i = 1
P iYi / ∑ n

i = 1
P i (2)

　 　 其中, 􀭵X为流动人口集聚重心的经度, 􀭵Y为流动人口集聚重心的纬度, X i 是城市 i 的行政

首府经度, Yi 是城市 i 的行政首府的纬度②, P i 指人口数量。
(2) 空间自相关分析。 分析区域总体的空间关联程度以判断城市间的空间相关性一般

通过 Moran’s
 

I 检验。 其中, 全局 Moran’s
 

I 指数 (Global
 

Moran’s
 

I) 反映空间邻接或邻近

的区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 常用于测算整个空间的相关性[43]
 

, 计算公式为:

I =
N∑ n

i = 1∑
n

j = 1
Wij xi -x-( ) x j -x-( )

∑ n

i = 1∑
n

j = 1
Wij∑ n

i = 1
xi -x-( ) 2

(3)

　 　 其中, xi、 x j 为城市的属性值, W 为空间权重矩阵, Wij 为空间内部各城市之间的影响情

况, 使用城市 i 人均 GDP 年均值与城市 j 人均 GDP 年均值的差值倒数构建城市经济距离空

间权重矩阵, 以反映城市群中不同城市的经济竞争关系对流动人口集聚的影响, 而 x- =
1
n ∑ n

i = 1
xi。

计算标准化 Z( I) 来检验空间相关性的显著性, 服从正态分布的 Z( I) 的计算公式为:

Z( I) = ( I - E( I)) / VAR( I) (4)
　 　 此外, 利用局部 Moran’s

 

I 检验 (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 LISA), 测算局

部空间的自相关程度, 计算公式如下:

I = x j -x-( ) ∑ n

i
Wij xi -x-( ) ∑ n

i
xi -x-( ) 2 (5)

　 　 LISA 的 Z 检验与全局 Moran’s
 

I 检验一致, 同式 (4)。
(3) 社会网络分析。 传统空间计量分析方法主要基于 “相邻” 或 “相近” 矩阵进行实

证探讨, 得出的政策含义往往局限于 “局部” [44-45] 。 而人口流动并不局限于 “相邻” 或

“相近” 地区, 铁路、 公路、 航线及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助于促进人口流动和城市人

口聚集, 城市间联系的强化可以使空间网络结构特征更加明显, 仅依据传统空间计量方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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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粤港澳大湾区在 2019 年完成规划, 未在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内, 因此未将粤港澳大湾区中香港与澳门特别行政
区纳入研究对象。

 

使用百度地图开放平台 (API) 获取城市行政首府的经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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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可能存在偏误。 因此, 本文利用地理学、 区域经济学中研究区域联系的引力模型, 构

建反映城市之间流动人口集聚相互作用以及网络关系的引力模型[46] ,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 (SNA), 从时间与空间维度研究城市群发展与流动人口集聚空间格局的动态演化特征。
对引力模型进行修正, 将原模型中常住人口规模更改为流动人口规模。 计算公式如下:

R ij = kij

E iMi × E jM j

D2
ij

(6)

kij = E i / (E i + E j) (7)
　 　 其中, R ij 表示城市 i 与城市 j 之间流动人口集聚的相互引力强度, E i、 E j 为城市 i 与城市

j 的人均 GDP 水平 (万元), Mi、 M j 为城市 i与城市 j中来源于省 (市) 外其他城市的流动人

口规模 (万人), Dij 为城市 i 与城市 j 之间行政中心的最短交通距离 (km), 该变量基于最优

时间下普通公路与高速公路的交通距离计算获得①。 kij 为城市 i 对 R ij 的贡献率, 反映经济特

征对流动人口集聚的引力, 用城市 i 人均 GDP 占城市 i 与城市 j 的 人均 GDP 的比例表示。
(4) 空间滞后模型。 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流动人口集聚存在空间依赖, 即本城市流

动人口集聚受到其他城市流动人口集聚的影响, 还可能受到滞后期城市间流动人口集聚的影

响[47]
 

, 故本文应用空间滞后模型 (Spatial
 

Lag
 

Model, SLM) 考察中国三大城市群流动人口

集聚的影响因素, 从而得到更加稳健的实证估计结果[48-49] 。 设计的空间滞后模型如下:
FPA jt = ρWFPA jt -1 + βX jt + ε jt

ε ~ N(0, σ2) (8)
　 　 其中, FPA jt 是第 t 年城市 j 的流动人口集聚程度, X jt 为解释变量, W 是 n × n 的空间权重

矩阵, 反映了各城市群中不同城市 i 之间的空间联系, ρ 是空间滞后回归系数, 反映城市间

固有的空间依赖程度, ε jt 为随机扰动项。 借鉴已有文献[50]
 

, 本文构建城市经济距离空间权

重矩阵以反映城市间经济竞争关系对流动人口集聚的影响, 以城市 i 与城市 j 之间的普通公

路与高速公路的交通距离的倒数来构建城市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基于 Hausman 检验, 本文选择固定效应空间滞后模型进行分析。 由于城市群流动人口

的空间集聚除了存在空间自相关以外, 还可能受到动态空间依存关系影响, 参考埃洛斯特

(Elhorst) 的实证策略[47]
 

, 选择个体与时间双向固定效应的动态空间滞后模型, 同时控制了

个体与时间固定效应的交互项, 模型如下:
FPA jt = ρWFPA jt -1 + βX jt + μ j + μt + μ jμt + ε jt (9)

　 　 其中, μ j 和 μt 分别为城市层面和年份的固定效应, μ jμt 是城市与年份交互项, 用于控制

随时空效应的不可观测性区域性因素影响。 本文对标准误进行了城市层面的聚类调整。

四、 城市群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

1.
 

城市群流动人口增长特征

我国城市群流动人口在近些年来的增长情况具有如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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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时间是指利用百度地图查询两地行政单位之间最短公路交通距离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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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三大城市群流动人口规模持续增长, 长三角的流动人口规模居于首位。 表 2 显

示, 从流动人口的增长幅度来看, 京津冀、 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流动人口规模 2000—
2015 年分别增加了 1533. 4、 2864. 6 和 1700. 4 万人, 这意味着三大城市群对流动人口始终保

持着吸引力。 三大城市群集聚的流动人口规模由高到低的位序发生了改变, 从珠三角、 长三

角、 京津冀城市群改变为长三角、 珠三角、 京津冀城市群, 可见长三角城市群的流动人口集

聚规模已经在三大城市群中后来居上。

表 2　 中国三大城市群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规模与比例 万人,%

主要城市群 年份
常住人口

规模
流动人口

规模
城市群流动人口占

常住人口比例
城市群流动人口占
全国流动人口比例

京津冀 2000 9033. 4 552. 6 6. 1 7. 0
2010 10441. 1 1787. 4 17. 1 8. 1
2015 11142. 4 2086. 0 18. 7 8. 4

长三角 2000 12920. 3 1492. 7 11. 6 19. 0
2010 15261. 7 4169. 5 27. 3 18. 9
2015 16138. 0 4357. 3 27. 0 17. 6

珠三角 2000 5780. 3 2015. 1 34. 9 25. 6
2010 7332. 7 3174. 8 43. 3 14. 4
2015 7657. 6 3715. 5 48. 5 15. 0

第二, 三大城市群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呈现明显差异。 城市群流动人口占常住人

口的比例由高到低分别为珠三角、 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占常住人

口比例增幅明显, 到 2015 年达到 48. 5%。 长三角城市群该指标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 在

2000—2015 年共增长了 15. 4%; 京津冀城市群该指标 2000—2015 年增加了 13. 7%, 从快速

增长转为趋于稳定。 这表明京津冀、 长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的态势已经相对稳定, 而珠

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流动人口持续集聚。
第三, 长三角、 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 截至 2015 年

年末, 各城市群流动人口规模占全国流动人口规模的比例由高到低分别为长三角、 珠三角和

京津冀城市群。 与 2000 年相比, 2015 年京津冀城市群的流动人口占全国流动人口的比重提

高了 1. 4%。 与京津冀城市群的变化趋势不同, 长三角、 珠三角城市群的流动人口占全国流

动人口的比例从 2000—2015 年分别下降了 1. 4%与 10. 6%, 整体来看, 长三角城市群呈现缓

慢下降趋势, 珠三角城市群则由快速下降转为缓慢提升。
第四, 三大城市群的流动人口规模和密度的增幅明显放缓。 表 3 显示, 与 2000—2010

年相比, 2010—2015 年京津冀、 长三角与珠三角的流动人口和常住人口增速逐渐放缓。 其

中, 长三角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率的下降幅度最高, 京津冀、 珠三角流动人口的年均增长率虽

然明显降低, 但仍然高于长三角。 三大城市群 2000—2015 年流动人口密度逐渐提升, 珠三

角流动人口密度远高于长三角、 京津冀, 显现出很强的流动人口集聚效应。
2.

 

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的重心变动

利用 ArcGIS 软件对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的重心变动情况进行分析, 发现以下特征。
第一, 京津冀城市群流动人口重心位于北京、 天津、 保定之间, 与常住人口重心逐渐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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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中国三大城市群流动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与密度 %, 人 / km2

主要城市群 年份
常住人口

年均增长率
流动人口

年均增长率
常住人口密度 流动人口密度

京津冀 2000 — — 416. 3 25. 5
2010 1. 5 12. 5 481. 2 82. 4
2015 1. 3 3. 1 513. 5 96. 1

长三角 2000 — — 574. 7 66. 4
2010 1. 7 10. 8 678. 9 185. 5
2015 1. 1 0. 9 717. 9 193. 8

珠三角 2000 — — 449. 3 156. 6
2010 2. 4 4. 7 570. 0 246. 8
2015 0. 9 3. 2 595. 2 288. 8

　 　 注: 流动人口密度根据城市群流动人口规模除以行政区划总面积计算得到, 后面的分析与此一致。

图 1　 京津冀城市群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重心变动情况 (2000—2015 年)
　 　 说明: 为方便显示人口重心变化, 将部分城市隐藏, 图 2、 图 3 相同。

拢。 图 1 显示, 京津冀城市群的流动人口重心位于北京、 天津、 保定三个城市的中心位置,
在 2000—2015 年先后向东北、 西南方向偏移了 7

 

km 和 6. 1
 

km, 从 2000 年的 (39. 34°N,
 

116. 34°E) 移动到 2015 年的 (39. 32°N,
 

116. 40°E), 总体向东南方向偏移了 6. 28
 

km。 与

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不同, 常住人口重心靠近京津冀城市群中部, 且持续向东北方向的

北京、 天津偏移, 在 2000—2010 年, 2010—2015 年分别向东北方向偏移 6. 6
 

km 和 2. 6
 

km,
这意味着北京、 天津方向城市的常住人口规模对常住人口重心的影响持续增强。 流动人口与

常住人口重心的距离逐渐缩短, 从 62. 2
 

km 下降至 52. 5
 

km, 意味着城市群流动人口与常住

人口的分布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
第二, 长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重心向人口高度集聚区域偏移。 图 2 显示, 长三角城市群

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重心位于江浙交界处, 是人口与经济要素高度集聚的核心区域。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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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重心向东南方向分别偏移了 6. 3
 

km 与 8
 

km, 但到 2015 年则分

别向西北和东北方向偏移。 在 2000 至 2015 年, 流动人口重心从 (30. 89°N,
 

120. 42°E) 移

动到 (30. 90°N,
 

120. 48°E), 向东北方向共偏移 6. 2
 

km, 常住人口重心向东北方向移动了

3. 3
 

km。 流动人口重心与常住人口重心距离有所扩大, 从 34. 6
 

km 增加至 37. 2
 

km, 总体上

呈现稳定的人口重心变动态势。

图 2　 长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重心的变动情况 (2000—2015 年)

第三, 珠三角城市群的流动人口重心向西北移动, 与常住人口重心逐渐靠拢, 两者处于

“广深莞” 核心区域。 图 3 显示, 珠三角城市群的流动人口重心居于广州、 东莞之间, 在

2000—2015 年从 (22. 86°N,
 

113. 58° E) 移动到 (22. 88° N,
 

113. 57° E), 向西北方向偏移

3
 

km, 与常住人口重心逐渐靠近, 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重心之间距离从 22. 7
 

km 下降为

16. 6
 

km。 常住人口重心向东南方向的东莞、 深圳偏移, 移动幅度较小。 总体来看, 流动人口

与常住人口重心稳定于广州、 深圳与东莞的三角核心区域, 形成 “广深莞” 集聚的空间格局。
由上述分析可见, 三大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的重心变动态势存在较大差异。 其中, 京津

冀城市群流动人口分布受城市等级影响明显, 北京、 天津对流动人口重心分布产生了较大的

影响力, 而其他城市并没有发挥明显的影响作用。 长三角城市群的流动人口重心呈现相对稳

定的态势, 向经济发达与人口高密度区域集聚, 杭州、 苏州、 南京和合肥对流动人口重心的

影响作用日益提升。 而珠三角的流动人口重心则稳定位于广州、 深圳与东莞的三角核心区

域, 形成了 “广深莞” 集聚的空间格局。 城市群的流动人口重心移动方向均以城市经济发

达方向为主, 且流动人口重心和常住人口重心逐渐接近。
3.

 

城市群流动人口密度的全局与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对流动人口密度进行全局 Moran’s
 

I 指数检验。 表 4 显示, 从时间趋势来看, 长三角城

·69·



盛亦男, 等: 中国三大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的空间格局与机制

　 　

图 3　 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重心的变动情况 (2000—2015 年)

表 4　 中国三大城市群流动人口密度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主要城市群 年份 Moran’s

 

I 标准化值 P 值

京津冀 2000 -0. 036 -0. 083 0. 001
2010 -0. 037 -0. 083 0. 001
2015 -0. 038 -0. 083 0. 000

长三角 2000 -0. 257 -0. 038 0. 000
2010 -0. 090 -0. 038 0. 016
2015 -0. 027 -0. 038 0. 079

珠三角 2000 -0. 004 -0. 071 0. 001
2010 -0. 020 -0. 071 0. 001
2015 -0. 032 -0. 071 0. 006

市群流动人口密度的空间负相关明显

下降, 这意味着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各

城市的发展较为均衡, 使流动人口在

城市群内部倾向于均衡分布; 而京津

冀、 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密度的空

间负相关逐渐增强, 且到 2015 年京

津冀城市群流动人口密度的空间负相

关高于另外两个城市群, 意味着京津

冀、 珠三角一些城市的流动人口密度

与邻近城市差异很大, 这些城市对流动人口集聚的 “虹吸效应” 仍在加剧。
将局部 Moran’s

 

I 散点图分为四个象限[51]
 

, 分别对应空间单元与邻近单元之间的四种局

部空间联系形式。 表 5 显示, 京津冀城市群各象限在 2000—2015 年变化较大。 其中, 石家

庄、 保定主要位于第一象限 (HH), 代表上述流动人口高密度的城市被其他高密度的城市

包围; 位于第二象限 (LH) 的城市包括承德、 张家口、 邢台、 邯郸等, 上述城市的流动人

口密度弱于周边城市; 2015 年仅衡水位于第三象限 (LL), 形成了 “低—低” 的集聚效应,
成为城市群流动人口密度的冷点地区。 北京、 天津则长期位于第四象限 ( HL), 形成了

“高—低” 的集聚效应, 说明 “双核” 城市对其他城市的流动人口密度产生了抑制影响, 保

持着对流动人口的 “虹吸效应”。
长三角城市群中各城市流动人口密度的变动存在差异, 这表现为第二、 三象限中的城市

发生了明显的变动。 其中, 第一象限 (HH) 的城市主要有南京、 宁波、 苏州、 无锡属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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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口密度增长的热点城市; 位于第二象限 ( LH) 的城市主要有绍兴、 常州等, 上述城市

流动人口集聚的能力弱于周边城市; 合肥、 扬州、 盐城、 芜湖等城市则长期位于第三象限

(LL), 形成了 “低—低” 的集聚效应, 属于流动人口密度的冷点地区; 杭州、 嘉兴、 温州

等城市位于第四象限 (HL), 形成了 “高—低” 的集聚效应, 而上海也在 2015 年进入了该

象限, 亦即这些城市相比周边城市拥有流动人口集聚的优势。

表 5　 中国三大城市群流动人口密度的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京津冀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

 

2000 2010 2015 2000 2010 2015 2000 2010 2015
HH 石家庄 石 家 庄、

保定
石 家 庄、
保定

上海、南京、
宁波、苏州、
无锡

上海、南京、
宁波、苏州、
无锡

南京、宁波、
苏州、无锡

广 州、 佛
山、中山

广 州、 佛
山、中山

广州、佛山

LH 承德、张
家口、邢
台、邯郸、
唐山、保
定、衡水、
沧州、秦
皇岛、
廊坊

承 德、 张
家 口、 邢
台、邯郸、
唐 山、 衡
水、沧州、
秦皇岛

承 德、 张
家 口、 邢
台、邯郸、
唐 山、 沧
州、 秦 皇
岛、廊坊

绍兴、常州 绍兴、常州、
镇江、泰州、
马鞍山、 铜
陵、舟山

绍兴、常州、
镇江、泰州、
舟山

江 门、 惠
州、珠海

江 门、 惠
州、珠海

中山、江门、
惠州、珠海、
肇庆

LL — — 衡水 合肥、扬州、
盐城、芜湖、
滁州、 马鞍
山、铜陵、池
州、安庆、宣
城、泰州、南
通、湖州、台
州、金华、舟
山、镇江

合肥、扬州、
盐城、芜湖、
滁州、池州、
安庆、宣城、
南通、湖州、
台州、金华

合肥、扬州、
盐城、芜湖、
滁州、池州、
安庆、宣城、
南通、湖州、
台州、金华、
马鞍山、
铜陵、

肇 庆、 韶
关、清远、
云 浮、 汕
尾、河源、
阳江

肇 庆、 韶
关、清远、
云 浮、 汕
尾、河源、
阳江

韶 关、 清
远、 云 浮、
汕 尾、 河
源、阳江

HL 北京、
天津

北京、天
津、廊坊

北京、
天津

杭州、嘉兴、
温州、常州

杭州、温州、
嘉兴

上海、杭州、
温州、嘉兴

深圳、
东莞

深圳、
东莞

深圳、东莞

与京津冀、 长三角相比, 珠三角城市群的流动人口密度具有相对稳定的局部空间自相关

特征。 第一象限 (HH) 分布的城市主要有广州、 佛山、 中山, 而江门、 惠州、 珠海均在各

时期处于第二象限 (LH), 肇庆、 韶关、 清远、 云浮、 汕尾、 河源、 阳江则主要处于第三象

限 (LL), 深圳、 东莞城市位于第四象限 (HL)。 根据城市的地理区位、 经济增长水平等因

素的不同, 可以将上述城市划分为两类: 广州、 深圳、 佛山、 东莞属于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

口集聚的中心城市, 其余则属于外围城市。
4.

 

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网络分布格局

根据三大城市群各城市之间流动人口集聚引力强度的均值, 选取阀值为 30, 分析流动

人口空间集聚网络变化 (见图 4、 图 5、 图 6)。
第一, 京津冀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网络呈双核分布、 星状格局。 京津冀流动人口城市之

间的联系总体上增多, 趋于密集, 呈 “星状” 发散, 由北京、 天津、 保定至石家庄方向延

展; 北京及天津处于强联系状态, 西南部城市之间联系逐渐趋于密集, 但东北部城市相对处

于弱联系状态, 距离北京越远, 城市之间联系数量越少。 城市实际关联关系的线条数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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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京津冀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网络的空间特征

　 　 说明: 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网络 (审图号为 GS ( 2016) 1610 号)

绘制, 底图无修改。

则说明该城市流动人口空间集聚的网络联系越密集, 强度越高。
从空间局部来看, 北京、 天津均为高引力强度, 呈现双核集聚态势, 2000—2015 年,

北京、 天津与其他城市的流动人口集聚网络关系相对稳定, 外围的张家口、 承德、 秦皇岛等

城市之间流动人口网络关系的紧密程度并不高, 这意味着各城市之间的社会经济、 交通和基

础设施等方面协同发展存在不足, 制约了各城市间流动人口的关联程度。
第二, 长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网络呈多中心 “网格状” 分布格局, 各城市的集聚

程度较为均衡。 长三角城市群不同年份流动人口集聚网络由以上海为核心向周边城市发散,
逐渐演变为多中心发散的格局, 城市之间流动人口的空间集聚联系增多, 呈现 “网格状”
密集分布特征, 形成了持续稳定的跨区域流动人口集聚网络。 流动人口集聚网络变化经历了

两个阶段, 在 2000 年到 2010 年, 流动人口集聚网络以上海为核心, 上海与江苏、 浙江的流

动人口联系逐渐增加, 集聚网络由上海分别向西北方向、 西南方向发散, 并以此在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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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长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网络的空间特征

　 　 说明: 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网络 (审图号为 GS (2020) 3189 号)

绘制, 底图无修改。

到 2015 年扩散到苏州、 无锡、 常州、 南京、 杭州、 宁波等多个流动人口集聚网络节点, 各

城市之间对流动人口的引力强度相似, 较为均衡。 其中, 江苏省的苏州、 无锡、 常州位于江

苏省南部, 密集分布的城市便于流动人口在邻近城市间流动, 推动流动人口集聚网络密

集化[20]
 

。
流动人口集聚的网络结构与经济布局有密切关系。 苏南地区的 “苏、 锡、 常” 与上海

区位邻近, 且滨江临海, 具有经济集聚的区位优势,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乡镇企业改革和

90 年代的引进外资过程中经济快速增长, 不同层级的城市快速发育, 城市分布比较密集、
发展较为均衡。 浙东北的经济增长与苏南模式相近, 同样是以乡镇企业改革、 外向型经济为

主要特征。 在 2010—2015 年, 城市之间网络联系的密度不断增强, 以杭州为中心, 集聚网

络延伸到西南, 形成了多中心网格状流动人口集聚的特征。
第三, 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网络呈现出中心、 外围层次结构。 珠三角城市群在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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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网络的空间特征

　 　 说明: 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网络 (审图号为 GS (2019) 4342 号) 绘制,

底图无修改。

江两侧的 “广州—深圳—佛山—东莞” 沿岸形成密集网络, 在各个年份均形成高强度流动

人口集聚引力关系, 稳固占据核心区域位置。 而网络核心区域以外的外围城市则处于弱联系

状态, 距离网络中心位置越远, 城市之间联系数量越少, 流动人口集聚网络呈现中心稳定、
密度高, 且不断向外发散的格局。 从空间局部来看, 2000—2010 年广州、 深圳、 佛山、 东

莞之间的强联系逐渐扩展, 网络密度不断增加。 到 2015 年, 以四大城市为核心的流动人口

集聚网络向珠江两岸进一步拓展, 但外围城市之间始终处于弱联系状态。 珠三角城市群经济

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集中于珠江两侧, 广州、 深圳、 佛山、 东莞的地区生产总值在珠三角城

市群中长期位于前列, 从 2010 年占城市群总 GDP 的 72. 9%增加至 2020 年的 75. 3%, 而流

动人口的空间集聚联系在 2000—2015 年也以这些城市为核心, 在珠江沿岸形成密集的流动

人口集聚网络。
珠三角群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且不同城市的人均 GDP 水平排序在 2000—

2015 年没有明显变化, 这是珠三角流动人口集聚网络结构较为稳定的主要原因。 此外, 珠

三角北部地形特征以山区为主, 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受到地理条件制约, 不利于流动人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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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网络的扩散。 随着 2019 年 “粤港澳大湾区” 国家战略的实施, 人才、 物流、 资金流、 信

息流等要素流动水平提升的潜力巨大, 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流动人口集聚网络的密度、 加强中

心与外围城市网络联系, 构成强互补关系, 促进经济、 人口网络联系通道的优化。

五、 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机制

1.
 

变量选择

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是流动人口集聚程度, 选择流动人口密度进行衡量, 该变量在王

桂新、 尹德挺等学者的文献中也有较多应用[23,52]
 

。
选取的解释变量包括: ①工资水平。 一些研究表明城市工资水平的提高对流动人口规模

具有正向促进作用[7,28]
 

, 因此采用城市职工平均工资进行衡量。 ②经济增长差距。 已有研究

多采用 GDP、 人均 GDP 等变量衡量经济增长水平[28,53]
 

, 与上述研究不同, 为了更好地体现

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经济增长差距, 本文利用人均 GDP (取对数) 减去城市群的均值 (取

对数), 以计算差值衡量城市群内部各个城市间的经济增长差距。 ③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随

着产业升级, 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会弱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 这意味着低端制造业

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占比下降或向外转移将使低技能劳动力向外流动, 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

业则吸引高技能人才流入城市。 可见, 产业结构转变将影响劳动力市场需求, 进而影响劳动

力集聚水平, 故选择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衡量产业结构。 ④房价水平。 高房价对劳动力流动会

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25]
 

, 选择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衡量房价水平。 ⑤人均财政支出。 基于

蒂博特 (Tiebout) “用脚投票” 理论, 公共服务是促进劳动力 “用脚投票” 的因素[20] , 本

文选择人均财政支出衡量公共服务水平。 ⑥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选择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衡量

城市群资本集聚水平, 分析资本集聚能力如何提升劳动力集聚程度。 ⑦对外开放程度。 由于

省际人口流动与区域对外开放程度密切相关[25]
 

, 本文选择外商直接投资占城市 GDP 的比例

来衡量城市对外开放程度。 ⑧互联网普及率。 程名望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互联网发展对中国劳

动力流动具有正向影响[54]
 

, 故本文选择国际互联网普及程度衡量互联网技术发展对劳动力

集聚的影响。 ⑨空气污染程度。 陈帅、 孙伟增等指出空气污染对于流动人口选址具有显著的

负向影响[37-38]
 

, 但是也有研究发现, 由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地区能够提供较好的工作岗位、
医疗条件, 居民对空气污染的耐受性强, 劳动力仍向 PM

 

2. 5 浓度较高的大城市流动[55] 。 本

文选择城市的 PM
 

2. 5 浓度衡量空气污染程度对人口集聚的影响。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6。
2.

 

模型估计结果

表 7 报告了 SLM 模型回归的实证结果。 结果显示, 模型系数 ρ 显著为负, 表明三大城

市群内部的各个城市对邻近城市的流动人口集聚程度均存在明显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而且

京津冀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程度形成的负向溢出效应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
根据表 7, 工资水平、 经济增长差距、 人均财政支出、 对外开放程度、 空气污染程度是

影响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的重要因素。 其中, 城市工资水平对三大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均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并且影响系数高于其他控制变量, 即较高的职业工资水平在提升城市群

流动人口集聚方面具有优势地位。 城市群内各城市的经济增长差距对京津冀、 长三角产生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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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流动人口密度 (人 / km2 , 对数) 　 80. 30 　 120. 80 　 179. 10 　 279. 20 　 657. 52 　 279. 20
工资水平 (元, 对数) 29463. 27 21306. 03 33567. 85 21436. 58 30396. 28 21436. 58
经济增长差距 0 0. 44 0 0. 43 0 0. 43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 38. 87 11. 04 38. 75 7. 40 39. 56 7. 40
房价水平 (元, 对数) 3979. 77 3834. 13 4863. 13 3692. 94 4971. 88 3692. 94
人均财政支出 (元, 对数) 4056. 22 4346. 41 4754. 44 4050. 25 3954. 21 4050. 25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元, 对数) 17651. 54 15984. 65 24064. 10 20588. 43 14499. 48 20588. 43
对外开放程度 (%) 0. 40 0. 41 0. 52 0. 38 0. 83 0. 38
互联网普及程度 (户 / 万人, 对数) 1118. 97 1000. 57 1422. 73 1284. 21 1680. 75 1284. 21
空气污染程度 (μg / m3 , 对数) 48. 43 21. 33 44. 97 16. 73 30. 47 16. 73

　 　 注: 京津冀、 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样本量分别为 78、 162、 90。

表 7　 中国三大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的影响因素

变量
京津冀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

经济距离 城市距离 经济距离 城市距离 经济距离 城市距离

工资水平 0. 371∗∗∗ 0. 482∗∗∗ 0. 624∗∗∗ 0. 624∗∗∗ 0. 530∗∗∗ 0. 518∗∗∗

(4. 04) (4. 61) (2. 79) (2. 72) (3. 92) (3. 86)
经济增长差距 0. 229∗∗∗ 0. 294∗∗∗ 0. 368∗ 0. 384∗ -0. 079 -0. 075

(2. 93) (3. 13) (1. 72) (1. 75) ( -0. 64) ( -0. 61)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0. 004∗∗∗ -0. 004∗∗∗ 0. 048∗∗∗ 0. 044∗∗∗ -0. 009∗∗ -0. 008∗∗

( -2. 73) ( -2. 89) (2. 98) (2. 85) (2. 24) (2. 13)
房价水平 -0. 183∗ -0. 184∗ -0. 100∗∗ -0. 114∗∗ 0. 318∗∗∗ 0. 305∗∗∗

( -1. 72) ( -1. 73) (2. 44) (2. 45) (4. 13) (3. 88)
人均财政支出 0. 009∗∗ 0. 013∗∗ 0. 466∗∗∗ 0. 378∗∗∗ 0. 089 0. 148

(2. 45) (2. 47) (3. 32) (2. 66) (0. 44) (0. 71)
固定资产投资水平 0. 062 0. 103 -0. 050 -0. 052 0. 160 0. 138

(1. 14) (1. 54) ( -0. 92) ( -0. 93) (1. 43) (1. 22)
对外开放程度 0. 055 0. 045 0. 198∗∗∗ 0. 212∗∗∗ 0. 268∗∗∗ 0. 275∗∗∗

(0. 65) (0. 43) (2. 89) (3. 02) (4. 74) (4. 88)
互联网普及程度 0. 011 0. 024 -0. 007 -0. 012 0. 030 0. 029

(0. 25) (0. 43) ( -0. 14) ( -0. 22) (1. 27) (1. 22)
空气污染程度 -0. 007∗ -0. 008∗ 0. 001 0. 001 -0. 032∗∗∗ -0. 035∗∗∗

( -1. 81) ( -1. 79) (0. 55) (0. 33) ( -2. 60) ( -2. 75)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与年份交互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ρ -0. 923∗∗∗ -0. 583∗∗ -0. 324∗∗ -0. 147∗∗∗ -0. 429∗∗∗ -0. 426∗∗∗

( -2. 99) ( -1. 96) ( -2. 45) ( -2. 82) ( -3. 43) ( -4. 29)
Log

 

L 101. 073 94. 661 89. 300 86. 238 39. 576 39. 711
N 78 78 162 162 90 90
R2 0. 79 0. 95 0. 84 0. 82 0. 62 0. 68

　 　 注: 各个回归结果中均进行了城市层面的聚类,∗ 、∗∗ 、∗∗∗分别表示在 10%、 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 z
统计量。

著的正向作用, 这意味着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经济发展差异程度是流动人口空间格局演变的

重要因素, 如果城市群内部经济增长差距扩大, 将提升中心城市对流动人口集聚产生 “激

励效应”。 人均财政支出对京津冀、 长三角流动人口集聚产生了促进作用, 意味着优质的公

共服务将促使流动人口 “用脚投票” 来选择流入的城市。 除此之外, 对外开放程度对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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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珠三角的流动人口集聚具有明显的激励效应, 而空气污染对京津冀、 珠三角的流动人口

集聚产生了负向作用, 意味着当空气质量或环境恶劣时会降低流动人口集聚水平。
产业结构、 房价水平对流动人口集聚在不同城市群产生了异质性影响。 与长三角不同,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对京津冀、 珠三角流动人口集聚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表明长三角的产业

发展在不同城市具有较好的梯度差异性和产业衔接性, 第三产业的主导优势有利于吸引流动

人口集聚, 而京津冀、 珠三角城市群中核心、 边缘区域城市产业结构差异性明显, 第二产业

对于部分城市集聚流动人口的作用更强。 与以往研究的结论不同[7,20,26]
 

, 房价水平对不同城

市群产生了异质性的影响。 具体而言, 房价水平对京津冀、 长三角流动人口集聚产生显著的

负向影响, 对珠三角城市群的流动人口集聚则有正向影响, 这意味着房价在不同城市群产生

的影响机制和过程可能不同, 高房价可以增加流动人口的居住成本从而降低人口流入城市的

可能性, 但是也可以通过住房带来财富效应进而吸引部分流动人口在城市集聚。
比较各变量的影响系数, 发现三大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的关键因素各不相同。 高房价、

环境污染弱化了经济收入对京津冀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的吸引力, 因此降低生活成本和提升

城市宜居水平有利于促进流动人口集聚。 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是促进长三角城市群流动

人口集聚的关键因素, 而高度对外开放则可以增强经济因素的激励效应, 提升珠三角城市群

流动人口的集聚水平。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 城市群发展规划与人口管理政策对流动人口分布格局产生了不容忽

视的影响。 在城市群发展政策层面, 京津冀、 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均出台了区域协同发展

战略, 从信息、 交通、 土地、 财政、 公共服务等方面打通城市群内部要素流动的障碍①, 以

吸引人才流入, 促进城市发展水平提升。 但是, 近年来的发展过程中, 城市群仍然存在外围

城市对人才的吸引不足、 各城市在城市群内部的功能定位还不明晰等问题。 在人口管理政策

方面, 以 2014 年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为标志, 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对流动人口形成了差

异化的管理措施, 大城市以及中小城市通过积分落户、 居住证制度等放松落户渠道, 促进外

来人口在城市融入, 并为人才流入打通政策渠道②, 超大城市仍然对人口总量实施着相对严

格的管控政策。 人口管理政策的实施虽然可以控制人口总量过快增长, 但也可能引发劳动力

短缺、 人口老龄化快速提升等问题, 因此, 这类超大城市对外来人口规模调控的手段、 强度

等仍需进行谨慎的政策研判和动态调整, 以减少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深入分析了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的空间格局与差异, 并对

流动人口集聚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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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可以参考 《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 (2010)、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2015)、 《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
(2010)、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 2008—2020 年) 》 ( 2008)、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 2014—2020
年) 》 (2014) 等政策文件, 以及盛亦男和童玉芬、 孙阳等、 张耀军和王小玺等文献研究[10,15,55]

 

。

 

如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实施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的意见》 (2013)、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2015)、 《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 (2016) 与各省或直辖市印发的 《推动
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实施方案》、 《中共江苏省委关于聚力创新深化改革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人才发展环境的意
见》 (2017)、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完善户口迁移政策的通知》 (2018)、 《广州市引进人才入户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2019) 等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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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三大城市群流动人口规模持续增长, 但流动人口规模和密度的增长速度均有所放

缓。 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已经进入拐点, 各城市群的流动人口规模可能在未来增长放缓

甚至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其次, 在城市群规划和部分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优势影响下, 流动人口分布的重心持续

向经济发达和人口高度集聚区域移动。 城市群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日益密集, 且 “外围”
城市的社会网络密集程度明显提升。

再次, 三大城市群的流动人口集聚的格局呈现一定的差异性, 京津冀城市群的流动人口

分布受城市等级影响最为明显, 北京、 天津的 “虹吸效应” 明显且仍在加强, 外围城市的

集聚能力不足, 流动人口集聚网络较为稀疏, 呈双核分布、 星状发散的格局。 长三角城市群

的流动人口分布日益均衡, 流动人口集聚网络呈现高度密集化、 网格化的态势, 拥有多中心

发散的社会网络。 珠三角流动人口分布的重心则稳定位于珠江沿岸的广州、 深圳与东莞等城

市, 但地理因素制约了城市群北部流动人口集聚网络的密集程度, 中心—外围层次结构

明显。
最后, 三大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 高房价与环境污染弱化了经济因

素对京津冀流动人口集聚的吸引力, 较高的公共服务能力与开放水平则分别是促进流动人口

持续向长三角、 珠三角城市群集聚的关键因素。 各城市群可以依据影响流动人口集聚的关键

因素引导人口有序流动、 合理布局。 城市群发展规划与人口管理政策持续影响着三大城市群

的流动人口分布格局, 但是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 不同的城市群在发展规划时需关注的重

点发展领域有所不同, 应通过打造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城市分工体系, 促进产业布局在不

同区域的合理分布, 从而更为有效地优化城市群内部的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格局。 其次, 完善

城市间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增强城市群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交通便捷性, 加快各要素

在城市群内部的流动, 增强外围城市对流动人口集聚的吸引力。 再次, 明确各个城市在城市

群内部的功能定位, 优化城市群内部城市分工体系和产业格局, 以产业集聚推进流动人口集

聚, 推动形成高密集、 高联系的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网络的空间格局。 最后, 由于中国人口

增长的拐点即将到来, 城市群须谨慎制定各类人口规划措施, 须针对资源环境压力、 人口变

化态势和劳动力需求及时调整政策措施, 避免流动人口集聚放缓甚至集聚趋势减弱对未来城

市群的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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